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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利亚民族国家建构的困境：
族群宗派化—安全困境演化与前景

韩建伟
内容提要　 本文提出“族群宗派化—安全困境”理论，作为对既有宗派主义研究与族

群安全困境理论的整合性分析框架。该理论认为，在多元族群国家中，无政府或弱政府状
态常使各族群陷入普遍的不安全感，为求自保，族群往往呈现宗派化倾向；然而，此种行为
易被对立族群解读为具有恶意或进攻性，从而触发双方间的安全困境。安全困境与宗派
化形成恶性循环，最终导致冲突爆发。在叙利亚，族群宗派化—安全困境的不断螺旋升
级，是导致其民族国家建构遭受重大挫折的关键因素。叙利亚的族群宗派化现象萌芽于
奥斯曼帝国晚期，并在法国委任统治时期获得初步发展，族群安全困境开始酝酿。然而，
族群宗派化—安全困境的真正形成，主要发生在叙利亚独立后的党争政治时期以及阿萨
德政权建立之后。２０１１年爆发的叙利亚内战，正是阿萨德政权长期推行宗派化政策，导
致阿拉维派与以逊尼派阿拉伯人为主体的族群之间安全困境不断升级的结果。至２０２４
年底，阿萨德政权虽被逊尼派反对力量推翻，但由逊尼派主导的过渡政府仍面临族群宗派
化与安全困境相互强化的结构性挑战。这也为外部势力的干预提供了机会，从而使得叙
利亚民族国家建构前景充满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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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２０２４年１２月，执政５４年的叙利亚阿萨德政权在短短数日内被逊尼派阿拉伯人主导的“沙姆

解放组织”（Ｈａｙ’ａｔ Ｔａｈｒｉｒ ａｌＳｈａｍ，ＨＴＳ）推翻，引发国际社会对叙利亚未来走向的广泛关注。由于
阿萨德政权主要代表少数教派族群阿拉维派的利益，此次政权更迭呈现出鲜明的族群冲突特征。
随着逊尼派阿拉伯人开始主导国家进程，该国在实现国家统一与重建国族认同方面仍面临诸多严
峻挑战。自２０１１年叙利亚内战爆发以来，其冲突根源已有诸多讨论。然而，２０１７年阿萨德政权重
新控制局势并趋于稳定后，学界对其政权内部动态的关注有所减弱，以致该政权此次迅速垮台令外
界颇感意外。这一认知落差反映出对叙利亚民族国家建构中深层次矛盾的研究尚不充分。为系统
阐释叙利亚从“民族国家建立—内战爆发—政权更迭”的历史演变路径，并对其民族国家建构前景
作出客观深入的研判，本文拟进一步探讨叙利亚国内族群之间的矛盾关系。

在现有关于叙利亚冲突与内战研究的基础上，本文结合族群冲突理论，构建“族群宗派化—安
全困境”分析框架，从历史发展的视角探讨以下问题：叙利亚的族群宗派化与安全困境是如何形成
并相互强化的？安全困境又是如何逐步升级并最终导致全面内战的？在阿萨德政权倒台后，叙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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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百年变局下中东族群问题及治理研究”（项目号：２２ＪＪＤ８１００３８）的阶段性成果。



亚过渡政府能否摆脱族群宗派化与安全困境相互作用的恶性循环，推动统一包容的民族国家建构？

一、关于叙利亚冲突的主要论点及族群宗派化—安全困境理论框架
（一）关于叙利亚冲突的主要论点
在有关叙利亚冲突及内战根源的研究中，“宗派主义论”是主流观点之一。该观点认为，不同

教派、族群、部落及地区之间的宗派主义（Ｓｅｃｔａｒｉａｎｉｓｍ）是导致叙利亚陷入冲突与内战的主要根源。
代表性学者尼古拉奥斯·范·达姆（Ｎｉｋｏｌａｏｓ Ｖａｎ Ｄａｍ）指出，叙利亚的宗派主义被政治精英所利
用，并逐渐走向极化。阿萨德政权的政策加剧了宗派对立，而以穆斯林兄弟会为代表的逊尼派激进
势力也进一步推动了宗派主义的发展。①叙利亚内战爆发后，学者关注阿萨德政权对宗派主义的工
具化运用，认为其目的在于维护一种新世袭主义统治结构。② 与此同时，叙利亚的宗派主义被理解
为一个不断升级的过程：在前复兴党时期受到压制，复兴党执政后重新抬头，并在内战爆发后走向
激进化。③

然而，“宗派主义论”也面临诸多批评，尤其是“宗派主义”这一概念本身较为模糊，缺乏严格的
科学界定标准。④主流观点认为宗派主义本质上是一种政治现象，“用于在特定人群中分配权力、特
权及／或施加暴力”⑤。但学界对宗派主义的理解存在狭义与广义之分，这主要源于“宗派”概念本
身的分歧。狭义上，宗派指的是从宗教中分离出来的派别（即教派），因此宗派主义常被等同于教
派主义。它指对某一宗教团体的强烈认同，强调与“他者”之间的界限，并在政治化过程中凸显宗
教信仰的对立。⑥ 如有学者从逊尼派与什叶派对立的角度分析中东地区沙特与伊朗阵营的对抗，
便是基于狭义宗派主义概念的理解。⑦ 广义上，宗派泛指基于不同身份和利益形成的各类团体或
派别。因此，宗派主义不限于宗教或教派主义，还涵盖基于祖先、氏族、部落、地域等多重身份形成
的团体意识及排他性倾向。此外，有学者指出，宗派主义最主要的缺陷在于其被视为冲突背后的
“古老仇恨”，因此被看作是一个静态概念，从而忽视了宗派冲突通常是在近现代之后才变得更加
频繁这一事实。⑧ 以逊尼派与什叶派的宗派冲突为例，历史上这两大教派虽存在分歧，但并未总是
发生冲突，在大多数时期能够共存。直到现当代，尤其是伊朗伊斯兰革命之后，两大教派的矛盾才
逐渐成为中东地区宗派冲突的主线。

鉴于此，有学者提出“宗派化”（Ｓｅｃｔａｒｉ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概念，认为“宗派化”指的是政治人物在特定环
境下，为实现某一政治目标而围绕具有特定身份的民众进行动员的过程。⑨ 与宗派主义概念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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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派化更能体现宗派冲突的情景特征和有目标的政治动员实践，是对静态宗派主义概念的弥补与
拓展。因此，本文认为，宗派化指的是政治精英在特定时期为实现某一政治目标而对特定身份群体
进行组织动员的过程，同时伴随着对其他群体的排斥与敌对行为的强化。

宗派化通常沿着特定群体的身份界限形成。那些自历史上形成的有独立文化特征的“族群”
（ｅｔｈｎｉｃ ｇｒｏｕｐ），是容易在特定环境下被政治动员的群体，这就是“族群宗派化”问题。族群被视为
一个独立的可辨识的集体，但至于成员能够成为一个集合的要素或者界定成员身份的标准，学者侧
重有别。① 如血缘（祖先）、语言、宗教、教派、部落、地域等都可成为界定族群身份的标志，也令族群
概念“极具弹性和延展性”②。本文将族群视为具有共同文化认同与强烈归属感的群体，“一个更大
社会的一部分，这部分成员自认为或被其他人认为有着共同的起源并共享共同文化中的重要成分，
而且，这些成员还会参加那种代表共同起源和文化的集体活动”③。一旦形成“自我”意识，族群便
成为具有共同利益感知的集体。因此，族性认同还有更深刻的原因，那就是对族群的集体权利的追
求。④ 当族群的集体权利面临外部威胁时，在感受到不安全的情况下，族群精英会出于“自助”需要
不断加强内部凝聚力与政治动员能力，同时会对其他族群产生排斥、歧视甚至伤害行为，这正是宗
派化的体现。

通常，在具有鲜明族群特征的冲突爆发之前，族群之间已在宗派化进程中形成对立关系。为深
入阐释叙利亚从族群宗派化走向内战冲突的演化逻辑，本文引入国际政治中的“安全困境”概念，
并进行理论整合。

（二）族群宗派化—安全困境理论框架
安全困境是国际关系现实主义理论的核心概念之一，最早由英国历史学家赫伯特·巴特菲尔

德（Ｈｅｒｂｅｒｔ Ｂｕｔｔｅｒｆｉｅｌｄ）提出，后经美国政治学家约翰·赫兹（Ｊｏｈｎ Ｈｅｒｚ）系统阐述。赫兹指出，在无
政府状态下，群体、个人及其领导者普遍担忧遭受攻击、支配或毁灭。为求自保，他们不得不持续追
求更多权力，而这又加剧其他行为体的不安全感，迫使其做出最坏准备，从而形成权力竞争与安全
积累的恶性循环。⑤ 罗伯特·杰维斯（Ｒｏｂｅｒｔ Ｊｅｒｖｉｓ）进一步结合“螺旋模型”对安全困境的演化加
以阐释。安全困境的悲剧在于：各方本无意战争，却因彼此的安全需求与误判而陷入冲突。国家间
一系列敌对互动强化了彼此对对方意图的负面认知，导致冲突不断升级。⑥

安全困境理论后被广泛应用于族群冲突研究。例如，斯图尔特·考夫曼（Ｓｔｕａｒｔ Ｊ． Ｋａｕｆｍａｎ）指
出，当“敌对的民众、好战的精英以及族群间的安全困境三者并存时”，族群战争便容易爆发。⑦ 唐
世平提出广义族群战争框架，认为安全困境所引发的螺旋模型是族群战争发生的“元机制”，而族
群精英的有组织动员及其引发的群体间互动则直接促成战争爆发。⑧

然而，仅将安全困境引入族群冲突的研究仍存在不足，即未能深入阐释族群间形成安全困境的
具体原因。现有研究往往简单套用国家层面的“自助”逻辑，却忽视了族群“自助”行为的特殊性。
实际上，族群的“自助”本质上正是宗派化行为，这也构成“族群宗派化—安全困境”理论的基本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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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经典理论，安全困境产生的前提是无政府状态。在现实中，族群间的安全困境不仅可能出
现在无政府状态下，也可能发生于一个仍具治理能力，但其族群政策明显偏向某一群体的政权之
下。“当中央政权被某个族群独占或支配，并转变为一个实际上的群体内部精英集团，而其他族群
不得不完全依靠自助来维护自身安全时，‘安全困境’也会产生。”①准确地说，这是一种“弱政府状
态”。中央政府权力因主要受某一族群控制导致执政根基较弱，为了维护本族群利益与其他族群
形成安全困境。事实上，中央政府偏袒某一族群并系统性排斥其他族群的做法屡见不鲜，且常通过
制度化与合法化的权力运作实施。② 研究表明，与由多数族群执政的国家相比，由少数族群掌控政
权的国家更容易爆发内战。③代表少数族群利益的政权往往倾斜支持本族成员，形成以族群为界限
的资源分配体制。④ 这就是弱政府的宗派化行为，本文所讨论的叙利亚正属于此类情况。

简言之，“族群宗派化—安全困境”指的是在无政府或弱政府状态下，某一族群因感受到生存
威胁而产生强烈不安全感，在政治精英的领导下奉行宗派化行为以增强自身防御能力。该行为引
发其他族群的对抗反应，导致族群沿身份界限形成对立阵营，安全困境由此形成。族群宗派化既包
括边缘族群为捍卫本族利益所采取的防御行为，也包括执政族群以政府名义推行的宗派化政策。
尽管宗派化行为多属防御性质，但对立方常将其解读为具有进攻意图。安全困境一旦形成，会进一
步加剧敌对族群的宗派化倾向，导致安全困境不断升级，形成恶性循环。矛盾不断螺旋上升后，某
一意外事件的触发便可能导致族群冲突或战争的爆发。

图１　 族群宗派化—安全困境因果机制⑤
过去十余年间，叙利亚经历了大规模的社会动荡与暴力冲突。从表面看，这是中央政府与反叛

组织之间的对抗，实则具有深刻的族群宗派冲突特征。阿萨德政权在一定程度上是族群宗派斗争
的产物，属于代表少数教派族群执政的弱政府，在执政期间持续推行宗派化政策，导致内战爆发。
在内战爆发之后，叙利亚实为“有政府的无政府状态”，逊尼派阿拉伯族群与其他少数族群的宗派
化不断加剧，陷入难以调和的族群间安全困境。叙利亚内战在很大程度上是族群宗派化与安全困
境相互交织、不断升级的悲剧性结果，也将对未来的民族国家建构产生深刻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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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叙利亚族群宗派化—安全困境的缘起
（一）叙利亚的族群分类及宗派化的历史根源
从历史上看，“叙利亚”泛指地中海东岸的广阔区域，涵盖今叙利亚、黎巴嫩、以色列、巴勒斯

坦、约旦及土耳其南部伊斯坎德伦等地。① 这一地区作为东西方文明的交汇地带，历来族群交融频
繁。其多样的地理环境———山地、沙漠与沿海地带并存———形成了若干相对隔绝的次区域，历史上
常成为弱势族群的避难所。伊斯兰教中的少数派如阿拉维派②、什叶派、伊斯玛仪派和德鲁兹派
等，长期在此躲避逊尼派政权的压迫。其他一些族群如亚美尼亚人也是该地区的古老居民，一战爆
发后更多亚美尼亚人来此避难，形成亚美尼亚聚居区。③ 除此之外，自古以来库尔德人在叙利亚地
区繁衍生息，成为人数最多的少数族群。至１９４６年建国时，叙利亚已形成多元族群并存的格局。

叙利亚族群大致可从三个维度进行划分：其一，按血缘或族裔划分，主要分为阿拉伯人与非阿
拉伯人。阿拉伯人占人口多数，非阿拉伯族群则包括库尔德人、亚美尼亚人、切尔切斯人、亚述人
等。其二，按宗教信仰划分，主要分为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两大群体。公元１世纪后，叙利亚受罗马
帝国统治，深受基督教文明影响；７世纪伊斯兰教传入后，大部分人口逐渐改信伊斯兰教。值得注
意的是，叙利亚的基督教族群既包括非阿拉伯人（如亚美尼亚人），也包括部分阿拉伯人。因此，叙
利亚并非所有阿拉伯人都是伊斯兰教徒。其三，按教派进一步细分。前两类划分皆较为笼统，难以
体现叙利亚族群构成的复杂性。实际上，按教派形成的身份差异是区分叙利亚不同群体的更重要
标准。如除了占人口多数的逊尼派，伊斯兰教群体存在阿拉维派、德鲁兹派、伊斯玛仪派等少数派
别；基督教群体亦分希腊东正教、叙利亚东正教、亚美尼亚使徒教会等多个教派。这些“教派族群”
之间的身份差异比外界想象的大得多。

由此可见，叙利亚族群身份的界定标准并不统一，族裔、宗教、教派甚至领地皆可成为划分依
据，且存在明显的主体与少数之分。自阿萨德政权建立以来，政府刻意回避国内族群教派问题，未
再按族群身份进行人口普查。目前可考的族群数据仍源于叙利亚独立初期的一次调查：１９４７年人
口统计显示，逊尼派约占６９％，阿拉维派约占１１％，德鲁兹派约占３． ２％，希腊东正教徒约占４． ８％，
亚美尼亚人约占３％，伊斯玛仪派和什叶派各约占０． ３％。④ 该普查未将库尔德人单独列出，一方面
因其族群身份未获政府承认；另一方面因他们多信仰逊尼伊斯兰教，故被计入逊尼派人口。若排除
库尔德人，逊尼派阿拉伯人约占全国人口的５７． ４％，是无可争议的主体族群，其余群体则被归为少
数族群。⑤ 在政治影响力方面，少数族群通常难以在国家层面发挥主导作用；尤其是伊斯兰教少数
派，因教义、仪式或节日等方面与逊尼派存在差异，常被后者视为异端。逊尼派阿拉伯人与这些少
数教派之间的矛盾，甚至超过其与基督教族群的历史积怨。

逊尼派阿拉伯人在叙利亚的主体地位，可追溯至早期伊斯兰扩张时期。尽管叙利亚曾长期受
基督教文明浸润，但在倭马亚王朝（６６１—７５０年）定都大马士革后，逐渐成为阿拉伯—伊斯兰文化
的中心。即便阿巴斯王朝将政治中心迁至巴格达，叙利亚已完成其阿拉伯—伊斯兰化进程。奥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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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帝国时期，逊尼派阿拉伯人的“主人意识”进一步强化。在帝国早期，宗教信仰通常比族裔身份
更能作为集体认同的依据。① 叙利亚的逊尼派阿拉伯人与帝国主体信仰一致，因而在政治、经济和
文化上享有更高地位，其精英阶层多与帝国合作。与之相对，阿拉维派、德鲁兹派、伊斯玛仪派等少
数族群则未将自己视为奥斯曼统治的受益者。② 这种分野加剧了逊尼派阿拉伯人与其他族群之间
的隔阂，尤其精英阶层与其他族群之间形成阶级对立，为日后族群宗派化埋下伏笔。

在奥斯曼统治的大部分时期，叙利亚族群身份的区分仍以文化因素为主。然而，受地理隔绝影
响，各族群间关系疏离，少数族群尤其维持着高度自治的传统。“东地中海地区已形成一种自治制
度，逊尼派穆斯林虽占主导地位，但德鲁兹人等群体已建立起高度封闭的体系。”③每个族群社区宛
如一个独立的“世界”。④ 随着叙利亚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启动，各族群在国家中的地位经历剧烈
变动，甚至出现实际地位与影响力错位的现象，族群宗派化由此萌芽。

（二）叙利亚族群宗派化—安全困境的酝酿
现代叙利亚的民族国家建构始于一战后奥斯曼帝国的解体，阿拉伯国家独立迎来历史机遇。

然而叙利亚的独立进程屡经波折，很快沦为法国的委任统治地。传统观点常将法国“分而治之”政
策视为少数族群与逊尼派阿拉伯人关系恶化，乃至宗派化的主因。实际上，早在奥斯曼帝国晚期，
西方列强就已开始挑动叙利亚地区的族群矛盾。法国、英国和俄国常以“保护少数族群”为名干涉
帝国内政，例如法国宣称保护马龙派基督徒，俄国自命为希腊东正教徒的保护者，英国则与德鲁兹
派和犹太人保持特殊关系。这类外来干预引发奥斯曼中央政府及逊尼派阿拉伯人对少数族群的不
满与敌视，激化了族群矛盾。⑤

在权力结构方面，２０世纪初逊尼派阿拉伯人在城市与乡村均占据经济和政治优势，却未能对
其他少数族群形成有效控制。少数族群虽地处偏远、社会地位低下且常被视为异端，但其自治传统
为内生性生存提供了基础。值得注意的是，少数族群多呈聚居分布：阿拉维派主要聚居在西北部拉
塔基亚和塔尔图斯山区，德鲁兹派集中于西南部苏瓦达地区，伊斯玛仪派则居住于中部，形成“集
中的少数”。相比之下，逊尼派阿拉伯人虽遍布全国，却多以部落或家族为单位分散居住，缺乏统
一组织性，这使他们在现代国家建构过程中难以像少数族群那样形成高度凝聚力。
１９２０—１９４６年间，法国殖民统治深刻改变了叙利亚族群实力结构。为压制民族独立运动，法

国采取“分而治之”策略，刻意利用族群分歧制造对立，将叙利亚划分为德鲁兹、阿拉维、大马士革
和阿勒颇四个区，使族群因素首次在政治上产生实质影响。⑥ 其中最具深远意义的是法国对阿拉
维派的扶持。委任当局利用该派长期受压制的不满情绪，在政治、经济及军事上予以支持，使其逐
渐成为法国在叙利亚的代理势力，并为日后主导国家政权埋下伏笔。⑦ 除了阿拉维派的主体意识
在增强外，其他少数族群如德鲁兹人，虽未获得同等优待，甚至遭受残酷剥削，却在反抗过程中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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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政治动员能力与自治诉求。① 这为族群向宗派化发展提供了条件。
总体而言，法国委任统治以掠夺和剥削为主，并未建立有效治理体系，叙利亚长期处于实质上

的无政府状态。在缺乏中央政府保障的背景下，各族群为自保纷纷采取不同策略：或与殖民者合作
以改善处境（如阿拉维派），或强化自身动员以抵抗压迫（如德鲁兹派），或进一步巩固自治地位（如
库尔德人）。与此同时，逊尼派阿拉伯人遭受系统性排斥，且因内部整合不足，在少数族群崛起的
背景下深感自身地位衰落。尽管各族群共同反抗法国统治，但彼此关系并不融洽，尤其是少数族群
担忧逊尼派阿拉伯人借助民族斗争提升其优势地位。② 其结果是，在反殖民斗争中，叙利亚各族群
的裂痕不仅未能弥合，反而因各自强化本群体认同与动员能力，并对其他群体产生排斥，族群宗派
化逐渐抬头。然而，在叙利亚完全独立前，各族群尚存合作需求，未直接相互构成威胁，安全困境仍
处在酝酿阶段。直至法国殖民者撤离、叙利亚正式独立并启动民族国家建设，族群矛盾才不断激
化，宗派化进程加速，安全困境逐步形成。

三、叙利亚族群宗派化—安全困境的形成与恶化
１９４６年，在二战后民族解放浪潮的推动下，叙利亚赢得独立。然而，在现代民族国家建构过程

中，尽管逊尼派阿拉伯人有人口优势，却未能主导国家建设进程，反而逐渐被少数族群超越。权力
与地位的失衡导致族群宗派化愈演愈烈，族群间的安全困境由此正式形成。

（一）叙利亚独立后初期族群宗派化—安全困境的形成
独立初期的叙利亚（１９４６—１９７０年）政局动荡，军事政变频发。其根源在于新生共和国政治体

制尚不成熟，虽仿效西方建立代议民主制度，却缺乏实施民主的社会基础。在脱胎于封建部落社
会、族群构成多元的背景下，政党往往依赖特定家族、部落或族群的支持生存，并排斥代表其他族群
的政党。“选举式民主靠政党来组织，而政党背后是族群、教派和不平等的社会结构，这样选举式
民主自然演化为‘党争民主’。”③事实上，在１９７０年阿拉维派复兴党军官哈菲兹·阿萨德掌权之
前，少数族群精英宗派化行为已相当明显，持续对逊尼派阿拉伯精英进行排挤与清洗，按族群划界
的安全困境逐渐形成。
１９４７年，阿拉伯社会主义复兴党（简称“复兴党”）成立，该党深刻影响了叙利亚数十年的国家

建构进程。复兴党在派系斗争中逐渐由小党崛起为执政党，其宗旨强调阿拉伯世界的统一、自由与
社会主义。该党主张所有宗教、教派与族群一律平等，这一追求社会公平的理念在山区与农村的少
数族群中引起广泛共鸣，却对城市中的逊尼派中上层阶级吸引力有限。复兴党创始人之一米切
尔·阿弗拉克（Ｍｉｃｈｅｌ Ａｆｌａｋ）身为希腊东正教徒，清醒地意识到整合叙利亚分裂局面的关键在于超
越教派与族群分歧，因而倡导世俗主义道路。复兴党将伊斯兰教视为阿拉伯民族的文化遗产，但不
主张其成为国家意识形态，并坚持穆斯林与基督徒权利平等。

然而，复兴党自成立之初便隐含族群权力再分配的倾向。阿弗拉克本人与德鲁兹派等少数族
群关系密切，导致党内少数族群成员在人数与职位上占据优势。④ 复兴党原本旨在推动各族群平
等、保护少数群体权益，却客观上打破了逊尼派阿拉伯人的主导地位，为少数族群地位的上升创造

１２１

叙利亚民族国家建构的困境：族群宗派化—安全困境演化与前景

①

②

③

④

赵娜：《德鲁兹人与叙利亚反法大起义》，载《世界民族》，２０１９年第３期。
Ｎｉｋｏｌａｏｓ Ｖａｎ Ｄａｍ，Ｔｈｅ Ｓｔｒｕｇｇｌｅ ｆｏｒ Ｐｏｗｅｒ ｉｎ Ｓｙｒｉａ：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ｕｎｄｅｒ Ａｓａ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Ｂａ＇ｔｈ Ｐａｒｔｙ，Ｎｅｗ Ｙｏｒｋ：Ｉ． Ｂ． Ｔａｕｒｉｓ，２０１１，

ｐ． １７．
杨光斌：《历史政治学：中国政治学的范式革命》，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２３年，第３８—３９页。
Ａｄｈａｍ Ｓａｏｕｌｉ，“Ｔｈｅ Ｔｒａｇｅｄｙ ｏｆ Ｂａ’ｔｈｉｓｔ Ｓｔａｔｅ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ｉｎ Ｒａｙｍｏｎｄ Ｈｉｎｎｅｂｕｓｃｈ，Ｏｍａｒ Ｉｍａｄｙ（ｅｄｓ．），Ｔｈｅ Ｓｙｒｉａ Ｕｐｒｉｓｉｎｇ：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Ｏｒｉｇｉｎｓ ａｎｄ Ｅａｒｌｙ Ｔｒａｊｅｃｔｏｒｙ，Ｌｏｎｄｏｎ ａｎｄ Ｎｅｗ Ｙｏｒｋ：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２０１８，ｐ． １９．



了条件。
少数族群大量入党引发逊尼派成员的不安，两派精英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宗派化斗争加剧。

逊尼派官员曾试图限制少数族群党员规模，但遭到强烈抵制。随着复兴党在国家政治中地位提升，
族群宗派斗争不断激化，至１９６３年达到高潮，大量逊尼派官员被清洗，阿拉维派等少数族群进一步
巩固了在党内的优势。在新党员招募中，逊尼派常受歧视，而阿拉维派、德鲁兹派、伊斯玛仪派和基
督徒则受到优待。①

从独立至１９７０年阿萨德政权建立，叙利亚长期处于事实上的无政府状态。阿拉维派等少数族
群为维护自身地位，积极争夺更多资源与权力。尽管其宗派化行为的动机多属自保性质，却引发了
以逊尼派阿拉伯人为代表的族群的强烈不安全感。后者对中央政府的不满不断积累，从而形成了
安全困境。在自感处境受到威胁的情况下，逊尼派阿拉伯人也开始加强自身的宗派化趋势，导致族
群间的安全困境加剧，并为潜在冲突埋下伏笔。
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叙利亚逊尼派阿拉伯人成立穆斯林兄弟会分支。该组织在叙利亚建国初期

曾参与政治，但随后在少数族群的排挤下逐渐边缘化。１９６３年后，穆兄会转向激进斗争，成为复兴
党政权的主要反对力量，却因采取暴力手段遭到政府严厉镇压。穆兄会未能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
在于其政治纲领模糊，主要代表逊尼派中上层精英，未能广泛动员中下层民众。② 正如有研究所
指，“精英对族群身份、仇恨与恐惧的操纵”是引发族群冲突的关键动员机制。③ 从宗派化角度来
讲，叙穆兄会没能对逊尼派阿拉伯族群进行广泛政治动员是其失败的重要根源。

这一时期的族群宗派化—安全困境不仅体现在被边缘化的主体族群逊尼派阿拉伯人与以少数
族群为主的中央政府之间，其他少数族群也面临类似的问题。德鲁兹人、库尔德人等历史上长期处
于弱势地位，在任何政权下皆感到不安，却缺乏与中央政府或强势族群直接对抗的能力，因而更倾
向于通过强化内部凝聚力实现“领地化”。在这些族群的聚居区内，他们往往形成地域性优势，并
对外族表现出排斥行为。叙利亚族群“划地而治”也是宗派化的重要表现，对形成族群间安全困境
产生深刻影响。

少数族群有时也通过与其他族群或中央政府合作以改善自身处境。例如，在阿拉维派全面掌
权前，德鲁兹派曾与之结盟共同排挤逊尼派；然而，阿拉维派独揽大权后，德鲁兹派再度被边缘化。
可见，在叙利亚事实无政府状态下，宗派化成为各族群维护自身安全的普遍策略，但这只会进一步
加深族群隔阂，使安全困境长期化。

（二）阿萨德政权的宗派化政策与族群安全困境的恶化
阿萨德政权的宗派化政策被视为引发内战的关键因素。④ １９７０年，阿拉维派军官哈菲兹·阿

萨德发动名为“纠正运动”的政变，独揽大权，并将议会民主制改为总统共和制。这一改制虽终结
了党争乱局，却加剧了族群间安全困境并令宗派化趋势进一步发展。阿萨德政权具有明显的两面
性：表面坚持复兴党的泛阿拉伯主义意识形态，塑造跨宗派形象以争取广泛支持；实质上，则依托领
导人的族群背景，利用所属教派巩固以家族为核心的特权体系。

哈菲兹执政初期，叙利亚的国家主义取得显著进展。一方面，政府推行土地改革、合作社等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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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社会政策，赢得跨族群中下层农民的支持；另一方面，在阿拉伯民族主义旗帜下，通过爱国主义教
育与反帝叙事（如巴以冲突），强化国民团结意识与国家认同。① 此外，阿萨德政权将商业资源和行
政权力与逊尼派及其他族群精英分享。阿拉维派官员与以逊尼派为主的商业伙伴形成一个以大马
士革为中心的军事—商业综合体。② 逊尼派商人主导金融贸易部门，基督徒与德鲁兹派则广泛在公共
部门任职。③军政高层中亦不乏受重用的逊尼派人士。④ 尽管这些逊尼派精英的加入带有投机色彩，
无法掩盖该族群整体被边缘化的现实，但阿萨德政权仍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跨宗派包容的表象。

然而，哈菲兹明显倾斜于阿拉维族群的政策，使得政权的宗派化特征难以掩饰。作为长期受压
迫的群体，阿拉维派将哈菲兹视为保护者，使其免受穆兄会等逊尼派激进势力的威胁。⑤ 阿萨德政
权的稳定与阿拉维族群整体命运高度关联在一起。哈菲兹任命其兄弟及阿拉维派亲信官员指挥精
锐部队与安全机构，将核心权力集中于家族成员、所属部落与同乡手中。⑥

提升阿拉维派整体生存状况成为政权工作的重点。该族群在公共部门就业中享有优先权，医
疗与教育资源向拉塔基亚等阿拉维聚居区倾斜，以缩小地区间不平等。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初，政府与
私人投资集中投向拉塔基亚与塔尔图斯；从塔尔图斯选派赴苏联受训的１００名学生中，９７人为阿
拉维派，而该地区阿拉维派人口占比为５５％。⑦

显然，阿萨德政权将强化阿拉维派实力作为维护统治的核心手段，同时通过吸纳逊尼派及其他
族群精英构建外围权力结构。然而，此举凸显了政权宗派本质，加剧了族群矛盾。⑧ 阿萨德政权宗
派化政策源于出身弱势族群的不安全感及对失权的恐惧，却引发以逊尼派阿拉伯人为代表的族群
的强烈不安全感与仇恨心理，双方安全困境持续恶化。
１９７０年后，叙穆兄会成为阿萨德政权首要威胁，双方暴力冲突不断升级。１９７６年，叙利亚介入

黎巴嫩内战，支持基督教马龙派对抗穆斯林与巴勒斯坦势力，引发国内民众不满，针对阿拉维派军
官的暗杀活动频发。１９８０年，哈菲兹遭遇穆兄会未遂刺杀，随后展开报复，约５００名穆兄会成员被
杀。穆兄会则通过舆论宣传，指责阿拉维派为非穆斯林，称其“不承认伊斯兰，不遵从沙利亚法”⑨。
１９８２年，穆兄会与阿拉维派主导的政府军在哈马发生了一场血腥战斗，持续近一个月，以穆兄会惨
败而告终。穆兄会遭此重创后，难以继续在国内发挥重要影响力，幸存流亡者大多逃离海外。

哈马冲突是阿拉维派与逊尼派精英宗派化斗争加剧导致安全困境螺旋上升为冲突的结果。此
时期阿萨德政权仍具备跨宗派合法性，而穆兄会因未能提出吸引逊尼派中下层民众的纲领，缺乏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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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动员能力，最终不敌装备精良的政府军。受此影响，政权进一步强化宗派化手段。哈菲兹清洗军
队和复兴党中数百名逊尼派人员，更加依赖他认为能得到忠诚支持的群体———阿拉维派。① 同时，
政权倚重秘密情报机构加强安全管控，大量逮捕反政府嫌疑人，逊尼派成为重点监控对象。冲突亦
加深了叙利亚民间的族群宗派情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前，不少逊尼派平民与库尔德人、阿拉维派、
德鲁兹派毗邻而居、关系融洽；冲突后，阿拉维派与逊尼派之间产生深刻隔阂与敌意，并蔓延至其他
族群之间。库尔德人、德鲁兹人等群体的自治意愿进一步增强，族群间的宗派化对立进一步加剧，
安全困境不断恶化。②

（三）巴沙尔执政后的宗派极化与安全困境升级
２０００年，哈菲兹去世，其次子巴沙尔继任总统。此时叙利亚族群宗派矛盾已积重难返，巴沙尔

的政策未能缓解族群安全困境，反而推动其走向极化。执政初期，他试图推行以西方为模板的经济
自由化与政治民主化改革，即“大马士革之春”，但该改革因阿萨德家族及既得利益集团的反对而
夭折。改革失败后，由于对执政安全感到不安，巴沙尔更加依赖家族成员掌控核心权力与资源，宗
派化趋势进一步强化。

此举产生了两方面影响：一方面，政权的宗派封闭特征日益突出。哈菲兹时代形成的阿拉维派
政界与逊尼派商业精英联盟在巴沙尔时期受到冲击。新的商业机会日益集中于总统家族及其衍生
的封闭利益集团，疏远了众多传统逊尼派商业伙伴。尽管逊尼派精英在特权商业网络中仍占一定
比例，但他们大多与阿萨德家族存在姻亲关系，或与安全部门存在腐败关联。研究表明，巴沙尔时
代叙利亚前１００位商界领袖中，２３％为高官或其合作伙伴后代；４８％为新晋商人，其中多数与安全
部门关系密切，部分更与国家领导人有腐败往来。从教派背景看，６９％为逊尼派，１６％为阿拉维派，
１４％为基督徒。然而，最富有的十大商人中，多数为与阿萨德家族直接关联的阿拉维派。③ 逊尼派
及其他族群商业精英沦为附庸，绝大多数逊尼派民众被排斥于权力体系之外，政权形成以阿萨德家
族为核心、阿拉维派精英及姻亲成员为外围的封闭体制。另一方面，政权中下层支持者的利益受
损，加剧了族群宗派对立。阿萨德政权曾通过惠及各族群农民的政策获取合法性，然而，随着家族
庇护主义盛行，在经济停滞的背景下，政府削减了农村开支，导致占人口多数的逊尼派农民利益严
重受损。他们逐渐认为这一世袭政权日益具有宗派化和上层阶级化倾向，对政权的疏离感也随之
加深。④

总之，巴沙尔时代的统治基础较其父时期更为狭隘，叙利亚成为一个以阿萨德家族为顶端、主
要依赖阿拉维派及部分利益关联精英维持的宗派国家。政权的宗派化政策引发以逊尼派阿拉伯人
为主的族群强烈不满与恐惧，双方安全困境逐步走向公开冲突。

四、叙利亚内战：族群宗派化—安全困境的螺旋升级
２０１１年，受“阿拉伯之春”浪潮影响，叙利亚爆发大规模抗议，并迅速由和平示威演变为暴力冲

突。与以往冲突相比，此次冲突规模更大、持续时间更长，对阿萨德政权构成严峻挑战。抗议发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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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最初试图超越宗派界限，联合各族群共同推翻政权，发出“我们来自阿拉维派、逊尼派，每一个教
派，我们都想推翻政权”的号召。① 然而，现实情况是，早期参与者主要来自贫困且长期被忽视的逊
尼派阿拉伯农村与郊区；而同样贫困的阿拉维派、基督徒和德鲁兹人聚居区则相对平静。在叙利亚
中部平原，逊尼派城镇拉斯坦（ａｌＲａｓｔａｎ）成为支持革命的重要据点，而阿拉维派城镇拉比（ａｌ
Ｒａｂｉｅ）则坚定支持阿萨德政权。② 全国范围内，绝大多数阿拉维派和基督徒因与国家资源联系更紧
密而反对革命。③ 可见，抗议初期已显现明显的族群宗派分野。不过，逊尼派内部并非铁板一块。
受长期散居、社区自治及阿萨德政府区别对待等因素影响，大马士革和阿勒颇等城市的逊尼派民众
最初大多未参与示威。然而，随着冲突升级，族群身份逐渐成为对立边界，越来越多的逊尼派卷入
到与政权的对抗中。内战越来越演化为族群宗派性质的冲突，主要是以下因素内外联动的结果。
１．巴沙尔对抗议活动的宗派化叙事及强制迁徙政策加剧逊尼派阿拉伯族群不安全感。长期以

来，叙利亚公开讨论宗派问题被视为禁忌，阿萨德政府以“假装不存在”的态度掩盖宗派矛盾。④ 即
便在２０１１年抗议爆发后，巴沙尔在公开讲话中仍保持谨慎，避免直接提及阿拉维派与逊尼派的对
立，而是将动乱归咎于“外部阴谋”。他声称有少数人在外部势力操纵下试图制造分裂，利用宗派
矛盾挑起内斗。随着和平示威演变为旨在推翻政权的运动，巴沙尔进一步升级言论，指控“基地”
组织及其分支通过煽动宗派暴力分裂国家。由于恐怖组织皆由逊尼派成员构成，这一表态事实上
将内战定性为逊尼派与阿拉维派之间的冲突，政权镇压重点也随之转向逊尼派社区。巴沙尔政权
实施人口驱逐计划，通过炮击、空袭及对逊尼派村庄的屠杀，迫使大量逊尼派平民离开长期居住的
家园。⑤ 执行这些行动的主要由阿拉维派组成的政府军与民兵，对逊尼派平民实施无差别袭击。

该政策进一步强化了族群宗派对立，促使更多逊尼派阿拉伯平民出于恐惧和自卫团结起来。
事实上，由于大多数抗议者和反政府武装属逊尼派，而阿拉维派和基督徒等多与政权关系密切，冲
突日益与宗派刻板印象及族群清洗行为重叠。其他少数族群常陷入政府军无差别轰炸与反政府武
装歧视、暗杀的双重困境。⑥ 巴沙尔政权的宗派化政策因而成为冲突持续升级的重要推手。
２．逊尼派极端组织与人物的反阿拉维宗派化叙事加深了族群对立壁垒。叙利亚内战从和平示

威演变为宗派冲突，与逊尼派极端伊斯兰组织的煽动直接相关。２０１２年初，阿布·穆罕默德·朱
拉尼（现改名“沙拉”）在叙本土建立了“基地”组织分支，即努斯拉阵线。该组织将冲突描述为阿
拉维派和什叶派对逊尼派发动的宗派战争，其宗派化言论加速了抗议向武装对抗转化。⑦ 形形色
色的逊尼派军事组织以激进伊斯兰意识形态为武器，抨击阿萨德政府的世俗主义及阿拉维派教义
为异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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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冲突延长与暴力升级，逊尼派的宗派化言论与行为趋于极端化。例如，逊尼派教士阿德
南·阿鲁尔（Ａｄｎａｎ ａｌＡｒｏｏｒ）公开威胁要对阿拉维派实施暴力，扬言“将其剁成肉泥”。２０１３年，努
斯拉阵线在阿德拉地区处决了４０名基督徒、德鲁兹派和阿拉维派人员。① 战争导致流离失所与族
群清洗事件频发，族群暴力言论不断蔓延。因此，阿拉维派主导的安全部队与亲政权民兵的镇压，
与逊尼派伊斯兰主义者的宗派化叙事相互激化，最终使革命蜕变为逊尼派—阿拉维派内战。②
３．外部势力干预加剧了叙利亚族群宗派化冲突并延长了内战。外部干预是叙利亚内战演变为

族群宗派化冲突的重要催化剂，也折射出中东地区逊尼派—什叶派对立的宗派地缘政治特征。一
方面，沙特、卡塔尔和土耳其等逊尼派国家出于教派认同与地缘政治考量，支持叙利亚逊尼反对派。
卡塔尔于２０１１年１１月通过利比亚盟友向反对派提供武器与资金，沙特亦提供军事援助；另外，两
国还推动国际社会支持逊尼反对派力量。土耳其则支持以“叙利亚国民军”为代表的北方反对派，
同时也支持其他能够对巴沙尔政权构成威胁的反对派组织。２０１１年７月，尚处于萌芽状态的反对
派组织———叙利亚自由军获准在土耳其设立基地。另一方面，伊朗出于什叶派教派认同及构建
“抵抗轴心”的战略需求，坚定支持阿萨德政权。至２０１３年，伊朗在叙利亚部署了规模庞大的军事
特遣队，包括来自伊拉克、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什叶派民兵，由伊朗革命卫队圣城旅指挥。③ 在全
球层面，美国与俄罗斯分别支持逊尼反对派与阿拉维派主导的阿萨德政权。各方势力沿族群界限
介入，加剧了族群宗派化行为并令冲突更加暴力持久。

自２０１５年之后，在俄罗斯与伊朗的援助下，巴沙尔政权逐渐击败反对派与“伊斯兰国”，重控
大部分领土，并成为伊朗构筑的“抵抗轴心”的一部分。与此同时，伊朗试图在叙利亚推动人口强
制迁徙计划，意图在大马士革至黎巴嫩之间建立什叶派聚居区，并将逊尼派北迁。该计划遭到逊尼
派平民抵制，导致逊尼派与阿拉维派及其他什叶派族群的宗派化对立继续加深。④

尽管逊尼反对派人数占优，但内部意识形态分歧与相互竞争削弱了其凝聚力，使其难以对抗组
织严密且获俄伊支持的政府军。２０１７—２０２４年间，巴沙尔政权暂时稳住局势，保持其作为叙利亚
合法性政府的地位。然而，该政权合法性已大幅流失，后期主要依靠家族及阿拉维派主导的军事安
全机构维系，在逊尼派及其他族群中支持者寥寥。与此同时，逊尼反对派仍然保留了有组织的对抗
力量。尤其是努斯拉阵线，在朱拉尼领导下从“基地”组织脱离，演化为“沙姆解放组织”，长期盘踞
在伊德利卜省并逐渐发展壮大。而其他主要族群，如库尔德人在罗贾瓦地区、德鲁兹人在苏瓦达地
区形成自治格局。各族群在叙利亚事实无政府状态下进一步“领地化”，呈现出更强的排他性宗派
化趋势。这一局面随着２０２４年底巴沙尔政权被推翻而被打破。

五、去宗派化—安全困境挑战与叙利亚民族国家建构前景
２０２３年１０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并演变为主要由伊朗支持的“抵抗轴心”与以色列之间的

对抗。在反复较量中，伊朗阵营暴露出在现代军事技术、情报搜集能力等方面的致命短板，不仅未
能帮助哈马斯赢得战场主动，反而自身力量不断被削弱，无暇顾及阿萨德政权，并将其暴露在逊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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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派的攻势之下。２０２４年１２月，巴沙尔政权在短短１２天时间内被“沙姆解放组织”推翻；２０２５
年３月，主要由逊尼派阿拉伯人组成的叙利亚过渡政府成立。这不仅意味着执政５４年的阿萨德政
权政治命运的终结，从族群关系角度也意味着少数族群阿拉维派统治地位的终结，长期被边缘化的
主体族群逊尼派阿拉伯人得以在未来民族国家建构中发挥主导作用。

理论上，民族国家建构包含国家建构与民族建构两个层面。国家建构属于现代民族国家的外
观建构；而民族建构属于现代民族国家的内核建构，旨在建构民族国家的国家民族共同体。① 对于
叙利亚这类长期存在族群宗派化与安全困境的国家而言，民族国家建构的首要任务应是主要通过
包容性手段逐步消除族群间因不信任和恐惧而滋生的宗派化问题，从而终止宗派化与安全困境相
互强化的恶性循环，为构建国族认同扫清障碍。然而，主要由逊尼派阿拉伯人构成的叙利亚过渡政
府本身带有天然的宗派烙印，这也使去宗派化和消除安全困境的任务变得极为艰难。

为了体现多元性与包容性，叙过渡政府任命了一位阿拉维派代表担任交通部部长，一位德鲁兹
派代表担任农业部部长。然而，政府实权仍掌握在以沙拉（即朱拉尼）为首的领导人亲信圈层手
中，引发外界对其包容性的质疑。② 过渡政府试图通过整编各派武装建立统一军队，但德鲁兹人、
库尔德人及部分逊尼派民兵对此持不信任态度。阿拉维派前政府人员大多逃回拉塔基亚山区，拒
绝被收编。③

持续的族群仇杀加剧了少数族群的不安全感，推动其进一步强化自治以自保。自２０２４年１２
月以来，逊尼派军事人员对阿拉维派不断展开报复性屠杀，激化了两派矛盾。２０２５年３月，阿拉维
派复兴党残余势力与过渡政府安全部队在拉塔基亚爆发激烈冲突。尽管大部分阿拉维派平民与前
政府无关，过渡政府军仍然杀害了大量手无寸铁的平民。④ 此举也引发了其他族群的强烈不满，德
鲁兹派官员谴责过渡政府屠杀阿拉维派的行为，宣称将加强自身军事能力以自保。⑤ 事实上，叙过
渡政府与德鲁兹人矛盾也在不断激化。２０２５年７月，因德鲁兹人与贝都因人⑥发生冲突，过渡政府
派安全部队赴苏瓦达地区维稳，遭到德鲁兹人抵抗，随后政府对德鲁兹平民实施屠杀，但此举引发
了德鲁兹人与贝都因人之间更疯狂的仇杀。⑦ 因德鲁兹人是生活在叙利亚、黎巴嫩及以色列等国
的跨境族群，以色列遂以保护德鲁兹人为名对叙过渡政府展开袭击。⑧ 以色列的真实目的是趁机
占领叙南部戈兰高地，但这一行为加剧了叙德鲁兹人的宗派化倾向，时至今日他们仍与过渡政府保
持对抗状态。

族群宗派化—安全困境同样体现在过渡政府与库尔德人之间。在阿萨德时期，库尔德人长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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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都因人是散居在阿拉伯半岛、约旦、叙利亚等地的原始阿拉伯人，伊斯兰教兴起后基本皈依逊尼派，但部分贝都因人依然保留
部落生活遗风，被叙利亚过渡政府视为同族群进行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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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受压迫与歧视，族群身份不被承认，权益被忽视。内战期间，库尔德人加入反阿萨德政权的战斗，
成立“人民保卫部队”（ＹＰＧ）保护叙东北部库尔德区，实现了一定程度的自治。２０１４年之后，叙库
尔德人获得美国支持，协助打击恐怖组织“伊斯兰国”，其自治地位在打击恐怖主义的过程中得到
强化。然而，自２０２５年以来，叙过渡政府试图将库尔德人纳入国家统一进程，拒绝了其自治要求，
导致双方矛盾不断激化。叙库尔德人的外部环境也在恶化。特朗普执政后，美国转而支持以沙拉
为首的叙过渡政府，同时抛弃了曾经支持的库尔德人。① 而土耳其则因国内库尔德问题，坚决反对
叙库尔德人自治。自２０２５年下半年起，叙过渡政府与库尔德人开始发生零星冲突；２０２６年１月，双
方爆发激烈战斗后，库尔德人被击败。② 库尔德人被迫同意与叙利亚政府实现军事和行政整合。
从叙利亚国家统一角度来看，库尔德人的妥协为解决叙东北部的分裂割据铺平了道路；与此同时，
叙过渡政府在承认库尔德人的语言、受教育权及身份方面做出了积极姿态。③ 然而，由于长期宗派
化形成的信任赤字，双方协议能否真正落实仍有待观察。鉴于库尔德人长期遭受阿拉伯人系统性
排斥与歧视的经历，其与叙过渡政府的安全困境在短期内仍难以完全消除。

综上所述，叙利亚过渡政府在推进国家统一的过程中，仍面临族群宗派化与安全困境相互强化
的结构性挑战，外部势力的干预更使这一局面复杂化。这种状况迫使叙过渡政府更多地采取暴力
手段以控制其他族群，也使其宗派化特征难以轻易消除。迄今为止，尽管叙过渡政府已与库尔德人
达成和平协议并承诺共建国家，但双方真正的和解应在彻底摒弃宗派化之后才能实现；而重返叙西
北山区的阿拉维派和东南部的德鲁兹人，也不会轻易放弃宗派化手段以达成与政府的和解。各族
群难以在精神上真正认同叙利亚国家层面的民族共同体，意味着叙利亚民族国家建构缺乏真实的
内核基础。

六、结　 　 语
本文从理论层面论证了族群宗派化—安全困境的因果机理：在无政府或弱政府状态下，族群为

自保而出现强化自身认同与政治动员的宗派化趋势，会引发其他族群的恐惧与敌对，从而形成安全
困境；宗派化与安全困境相互强化并持续累积，易升级为冲突乃至内战，进而导致民族国家的解构。
族群宗派化与安全困境相互强化形成的敌意螺旋，虽然其根源可追溯至历史上的宗派分歧，但主要
是在现代民族国家建构进程中逐渐凸显出来的。它本质上体现了古老的族群身份与现代民族国家
建构之间的错位，因而主要是一种现代现象。以叙利亚为案例，本文系统梳理了这一逻辑的演变过
程。对叙利亚过渡政府而言，重构民族国家的首要任务是解决族群宗派化引发的安全困境累积问
题。暴力只会进一步加剧宗派化行为，包容性手段才是化解族群冲突的正确出路。然而，受制于其
本身的宗派色彩及外部不同势力的干预，包容性政策的实施空间仍然有限。

本文构建的族群宗派化—安全困境理论框架也适用于黎巴嫩、伊拉克等与叙利亚具有相似背
景的国家。这些国家同样存在多元族群且长期共存，但与叙利亚由单一族群主导中央政权不同，黎
巴嫩和伊拉克实行教派分权体制。表面上看，这一制度设计符合其多元社会结构，但实际上两国处
于弱政府状态，未能真正实现族群和平，反而强化了宗派化行为。例如，１９７５—１９９１年黎巴嫩内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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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基督教与穆斯林两大族群围绕权力再分配引发的冲突，其根源正是两大族群宗派化所导致的安
全困境不断累积的结果；而黎巴嫩真主党作为一支长期独立存在的武装力量，也反映出什叶派族群
为自保而走向宗派化的现实。同样，２００３年萨达姆政权倒台后，伊拉克形成了逊尼派、什叶派与库
尔德人三足鼎立的权力格局。三大族群彼此戒备、竞逐权力与资源，使由族群宗派化引发的安全困
境呈现出结构性特征。族群宗派化—安全困境的长期存在，对黎巴嫩和伊拉克建构统一民族国家
的努力构成了强大制约，也为外部势力利用族群矛盾介入两国内部事务提供了机会，导致两国长期
陷入中东地缘政治竞逐的泥潭而难以脱身。以上案例进一步印证了族群宗派化—安全困境理论的
解释力，也为后续研究指明了重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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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利亚民族国家建构的困境：族群宗派化—安全困境演化与前景


